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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基于管制经济学理论的变迁及内在逻辑，在阶段性降低保险费率和工伤保
险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本文采用中国省级行业及地区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综合工伤保险费

率指标，使用门槛模型评估了工伤保险待遇对于降低工伤事故率而取得的安全效应。研

究发现，政府实施低管制费率时，提高工伤保险待遇会显著降低工伤伤害率，而当管制费

率超过一定值时，安全激励系数不再显著，甚至出现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安全效应低的

内在作用机理发现，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限制了工伤保险待遇的预防作用发挥，事前名义

道德风险不仅无法消除事后真实道德风险，反而加剧了企业道德风险程度。据此，政府应

充分利用政府管制费率降低的契机，朝着创新驱动的工伤预防管制模式转变，才能实现劳

动者安全效应最大化，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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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全国安全生产事故通报》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５３万起、死亡

３８万人，同比下降１６２％和１２１％，详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ａｆｅｔｙ．ｇｏｖ．ｃｎ／。

　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

２２７２４万人；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８５４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１５９％，支出 ６６２亿元，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１６０７亿元，详见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

一、引　言

工伤预防体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与发展，形成了由企业承担主体责任的基本现实。政府通

过实施工伤保险待遇与工伤保险费率机制，修正依靠劳动力市场无法完全补偿劳动者遭受风险损

失的缺陷，保障受伤劳动者的医疗救治与基本生活，同时激励企业采取预防措施，促进企业安全生

产及职工安全健康。各国实践经验也表明了工伤预防管制有显著的社会安全效益。作为劳动人口

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工伤预防工作，保护劳动者安全权益，２００３年《工伤
保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工伤预防、工伤待遇和工伤康复的工伤保险制度的形成。在政府干预和

企业担责的协同作用下，２０１７年全国总工伤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１６２％和 １２１％①，工伤保
险基金累计结余１６０７亿元，覆盖人数达２２７４２万人②。中国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和劳动者享受的
工伤待遇水平得到明显提升的同时，快速革新的技术经济环境、不断恶化的工作条件，以及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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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和高强度的工作，使得工伤事故与职业患病风险仍处于较高水平，中国劳动者所面临的工

伤风险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常态下，技术落后和产能过剩的企业正

面临被兼并甚至破产的危机，考验着企业的支付能力。为解决企业经济负担重的问题，２０１９年 ５
月中央再次延长了阶段性下调工伤保险费率的期限，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其保护劳动者安

全的动力①。尽管政府规制下调了安全费率，但工伤保险待遇却保持刚性增加的总体态势，对企业

而言，是降低劳动者安全效应换取短期经济效应，还是保证企业经济效应与劳动者安全效应同时提

高？借鉴 Ｍｉｔｎｉｃｋ（１９８０）［１］管制经济学的定义框架，政府通过工伤保险费率干预形成管制费率，约
束企业的职业安全健康投入，本文以不同的工伤保险费率作为门槛值，评估了工伤保险待遇对于降

低工伤事故率而取得安全效应的效率问题，探寻工伤保险待遇、企业预防动机与安全效应三者间的

变动关系。较高的管制费率可以充分保障劳动者安全，但可能产生过高的经济成本导致企业发展动

力不足；而管制费率偏低时，企业预防积极性高但劳动者安全可能受损；若政府工伤预防存在以最低

的工伤保险待遇投入获得最佳安全效应的临界点，那么适宜的管制费率会带来企业与劳动者的双赢。

本文不仅有助于丰富工伤预防管制理论，而且阐明了政府降低保险费率倒逼工伤保险制度结

构性改革的方向，对促进企业经济的健康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基于有约束的最优化理论框架，论证了在适宜保险费率安排下，政
府工伤预防管制可以促进企业与劳动者的双赢；（２）修正以企业规模作为管制费率代理变量的假
设缺陷，考察因工伤保险费率的差异与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非线性关系，对比名义管制费率与实际

管制费率下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３）进一步探讨了当前安全效应低的内在作用机理，通过改
变工伤程度的指标验证其对道德风险的边际效应，以期优化工伤预防管制制度。

二、文献综述

１．工伤保险待遇与劳动者安全保障
根据风险工资理论，风险与工资待遇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劳动者面临相同工资待遇并充分了

解工作风险信息时，会选择相对安全舒适的岗位；而企业为吸引更多的工人，也会给予高危行业更

高的工资和应对工作风险的福利（Ｖｉｓｃｕｓｉ，１９７９）［２］。事实上，劳动者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难以全面
掌握岗位风险信息，依靠市场机制一般难以达到最佳的安全保障，为纠正市场失灵，政府会通过工

伤保险待遇保障受伤劳动者的医疗救治与基本生活。已有研究指出，工伤保险待遇作为劳动者遭

受风险损失的补偿在增加了劳动者预期收益的同时，也常诱发道德风险（Ｂｏｌｄｕｃ等，２００２）［３］，如美
国和法国曾经历了较低水平的真实道德风险（Ａｉｕｐｐａ和 Ｔｒｉｅｓｃｈｍａｎｎ，１９９８）［４］。目前，中国工伤案
件中“职场碰瓷族”“工伤专业户”等也时有发生，单纯依靠事后工伤补偿的管制方式不能达到良好

安全保障效果。为了提高工伤预防管制效率，政府会通过设置工伤保险费率机制进行事前工伤预

防，激励企业主动做好工作场所风险控制。需要强调的是，若事前工伤保险费率与事后工伤保险待

遇补偿相脱离，企业安全投资行为则会因为管制费率的变动被扭曲，造成企业经济效应与劳动者安

全效应均降低的困境（Ｂｕｔｌｅｒ和 Ｗｏｒｒａｌｌ，１９９１）［５］。
２．政府管制费率结合工伤保险待遇提升安全效应
Ｂｕｒｔｏｎ和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１）［６］指出，工伤保险待遇不仅能调节受伤劳动者收入再分配，也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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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发布的１３号文件中规定：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起，延长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的期限至 ２０２０年 ４月 ３０
日，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１８～２３个月的统筹地区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２０％，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２４个月
以上的统筹地区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５０％。



企业工伤事故预防提供安全激励。结合风险评估下的工伤保险费率机制，Ｋｉｐ和 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
（１９７９）［７］发现，随着保险费率和工伤保险待遇的增加，企业工伤事故率会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Ｕ
形特征。这意味着政府工伤预防管制能通过工伤保险待遇投入获取最佳安全效应，在临界点时对

企业的安全预防激励最大。然而，实际工伤事故状况会因工伤保险费率所在行业甚至企业规模的

差异而产生偏差，诱发企业道德风险（Ｂａｄｅｎ和 Ｇａｌｉｚｚｉ，２０１６）［８］。一方面，提高工伤保险待遇时，劳
动者预期收益上升，会增加工伤索赔的申请，与之相对，企业会采取措施阻止该类申请以减少赔付，

引发事前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劳动者还可能会延长工伤恢复期来获取收益，而作为博弈方的企业

则会督促工人重返工作岗位以减少成本损失，形成事后道德风险。Ｂｕｒｔｏｎ和 Ｃｈｅｌｉｕｓ（１９９７）［９］、
Ｂｏｄｅｎ和 Ｒｕｓｅｒ（２００３）［１０］、Ｂｌｕｍ和 Ｂｕｒｔｏｎ（２００６）［１１］等学者的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当工伤保险费
率一定时，工伤保险待遇每提高１％，会使得事前工伤索赔率或事后申请率提高０１％ ～１％。不难
看出，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工伤保险待遇对于企业工伤事故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Ｂｒｏｎｃｈｅｔｔｉ和
ＭｃＩｎｅｒｎｅｙ，２０１２）［１２］，这将难以准确评估工伤保险待遇水平与真实工伤事故率的临界点。

３．合意的政府管制费率、企业经济效应与劳动者安全效应
政府实施高管制费率时，完全理性的企业会衡量管制下的收益率。若管制成本超过收益，将引

发企业对工伤预防管制措施不满，招致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叠错，产生“逃避参保或退保”现象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８）［１３］。事实上，企业并非完全理性（Ｈａａｎ和 Ｖｏｓ，２００３）［１４］，基于社会责任与企业形象
等考虑，针对不合理的管制费率，企业可能选择隐瞒真实受伤人数。为了减轻企业经济负担，政府

会逐渐放松管制如降低保险费率，帮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Ｃｈａｒｌｅｓ和 Ｌｅｈｎｅｒ，１９９８）［１５］。然而，
Ｍａｙｅｒ（１９９８）［１６］的研究发现，以降低费率削减成本的工伤预防管制模式降低了企业工伤预防动机，
将使企业更易忽视劳动者的安全健康，但若充分利用降低费率的契机，以企业获得短期经济利益为

诱因，引导其进行更深层次的生产组织变化，可以实现创新驱动的预防激励机制。因为工伤预防管

制会使企业意识到，无效率地使用安全性资源会增加其生产成本，这将倒逼企业树立技术革新观

念，最终克服企业自身惰性，获得更高水平的经济效益与安全效益，打破劳动安全保障不完全与企

业经济负担重的双重困境（Ａｓｈｆｏｒｄ和 Ｈａｌｌ，２０１１）［１７］。从企业规模出发，Ｏｉ（１９７４）［１８］研究发现企
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继续扩大企业规模将能有效减少工伤事故率。Ｒｕｓｅｒ［１９］进一步提出了“企
业规模越大工伤保险费率越高”的假设，并采用企业规模作为工伤保险费率的代理变量，按企业人

数将保险费率划分为１００～２４９人、２５０～４９９人、５００人以上三个等级进行论证，结果发现工伤保险
待遇对降低工伤事故率的作用在规模较大或保险费率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Ｒｕｓｅｒ，１９８５［１９］；
１９９３［２０］）。Ｔｈｏｍａｓｏｎ和 Ｐｏｚｚｅｂｏｎ（２００２）［２１］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随着企业劳动人数或保险费
率增加，工伤保险待遇对工伤事故率的消减作用呈减缓趋势。Ｌｅｎｇａｇｎｅ（２０１６）［２２］研究发现，超过２００
人的企业中，提高工伤保险待遇将增加工伤事故率；而２００人以下的企业，工伤保险待遇对降低工伤
事故率的作用并不显著。显然，严格的政府监管与差异化的保险费率机制相结合将能有效减少道德

风险，一般情况下政府会为工伤事故频发的企业制定更高的工伤保险费率（Ｋｉｒｓｈ等，２０１２）［２３］。
综合而言，在一定的工伤保险费率安排下，工伤保险待遇、企业预防动机与安全效应的关系在

理论上存在争议，不同费率机制下关于工伤保险待遇与工伤事故预防的相关实证研究也仍未形成

一致的结论。可能原因在于，一是将企业规模作为保险费率的代理变量主观地划分等级难以全面

反映保险费率变动情况，可能会遗漏某种企业规模或保险费率情形下工伤保险待遇对工伤预防的

作用；二是 Ｒｕｓｅｒ（１９８５）［１９］提出的假设条件是否具有约束前提，依据 Ｏｉ（１９７４）［１８］的观点，只有企
业超过一定规模时，才会呈现规模越大事故率越低的情形，主观划分企业规模代理工伤保险费率等

级，可能导致估计偏误。为了全面了解不同经营风险企业的安全预防投资行为，本文按照数据本身

的特征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自动划分样本，估计工伤保险待遇的提升对工伤事故率的影响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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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１．工伤保险待遇与最佳安全效应
工伤保险作为最早被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为伤亡劳动者提供医疗、护理费用、伤残津贴、工

亡补助金等，用以弥补劳动者因发生工伤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保障劳动者安全权益的重要手

段（Ｃｈｅｌｉｕｓ，１９８２）［２４］。１９９６年《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出台，规定工伤保险待遇水平与工
资联动。２００３年国务院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通过细化伤残等级和扩大工伤认定范围，维护了
劳动者享受基本安全权益的公平性。为了进一步保障受伤劳动者，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政府修订了《工伤
保险条例》，提高生活不能自理和鉴定伤残等级的劳动者待遇水平，并简化工伤处理程序。根据生

产成本理论，逐渐增加的工伤保险待遇提高了劳动者应对工作风险的福利工资。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结果导致企业雇佣成本提高，激发企业主动进行工伤预防，降低工伤事故率。

无论工伤事故发生与否，按照规定企业必须缴纳工伤保险费 Ｑｔ，为改善劳动者职业安全环境
而投入固定成本为 Ｃ和安全水平为 Ｓｔ的安全费用①。如果未发生工伤事故，企业获得固定产出价
值 Ｖ，劳动者获得固定工资 Ｙｔ；如果发生工伤事故，企业承担设备、专项人力资本折损及工人补偿等
损失Ｌ，劳动者失去固定工资收入而获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Ｂｔ。假设ｔ代表过去３年，并由ｔ－２，
ｔ－３，ｔ－４三个阶段组成②，Ｐｔ为工伤事故发生率③，则劳动者因工伤事故承受的实际损失为 ＰｔＢｔ，若
雇佣双方信息充分流动，企业因补偿受伤劳动者而造成不同时期的损失为 Ｐｔ－２Ｂｔ－２，Ｐｔ－３Ｂｔ－３，Ｐｔ－４
Ｂｔ－４，那么企业平均实际损失 ＡＬ可由劳动者年平均损失表示为：

ＡＬ＝（Ｐｔ－２Ｂｔ－２＋Ｐｔ－３Ｂｔ－３＋Ｐｔ－４Ｂｔ－４）／３ （１）
　　其中，假设 珔Ｐｔ为企业发生事故的预期概率，珔ＰｔＢｔ为劳动者预期损失，则企业缴纳的工伤保险费
也可由劳动者的平均损失期望表示为：

Ｑｔ＝（１＋λ）［θ（Ｐｔ－２Ｂｔ－２＋Ｐｔ－３Ｂｔ－３＋Ｐｔ－４Ｂｔ－４）／３＋（１－θ）珔ＰｔＢｔ］ （２）
　　其中，θ为过去３年内企业安全生产状况的变动，λ为过去 ３年内企业保障劳动者安全而投入
相关管理费用占总成本的比例④。

可见，规避事故的预期成本包括劳动者承受事故成本和企业事故成本。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默认劳动者已了解企业的安全生产环境，在工资和工伤保险待遇 珔Ｂ给定的情况下，根据有
约束的最优化理论（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和 Ｙｅ，１９８４）［２５］，企业会调整工作风险程度以最小化其规避事故的
预期成本，同时劳动者也获得一个固定预期效用 珔ＥＵ。据此，建立企业与劳动者总收益最大化的拉
格朗日函数表达式：

Ｚ＝∑
∞

ｔ＝０

［（１－Ｐｔ）Ｖ－ＰｔＬ－（１－Ｐｔ）Ｙｔ－Ｑｔ－ＣＳｔ］／（１＋ｒ）
ｔ

＋μ１ｔ［（１－Ｐｔ）Ｕ１（Ｙｔ）＋ＰｔＵ０（Ｂｔ）－珔ＥＵ］＋μ２ｔ（Ｂｔ－珔Ｂ
{ }

）
（３）

　　其中，Ｕ１为劳动者受伤情况下的效用，Ｕ０为劳动者未受伤情况下的效用，μ１ｔ，μ２ｔ为拉格朗日乘
数，ｒ为利率，并分别对 Ｂｔ，Ｓｔ，μ１ｔ求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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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文中企业为了响应政府工伤预防政策而产生的费用，主要体现在缴纳法定工伤保险费和按照国家安全标准进行整改

两个方面。

本文选用三年期限，计算企业平均损失期望值，ｔ为计算工伤保险费率时期，统计期的数据可能不完全，故不采用 ｔ－１，ｔ－
２，ｔ－３的划分。

本文中 Ｐｔ指在 ｔ时期内已经进行安全改造的企业工伤事故发生率。因安全投入的增加，事故率降低，保险费率随之降

低，所以 Ｐｔ＝Ｐ（Ｓｔ），且 Ｐ′＜０，Ｐ″＞０，取值范围为［０，１］。

若企业在３年内完全未发生安全事故 θ为１，若企业３年内都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θ为０，因此 θ取值范围为［０，１］。同理，

λ的取值范围也为［０，１］。



－Ｐ′ｔ Ｖ＋Ｌ＋（１＋λ）θ
１
３∑

４

ｊ＝２
（１＋ｒ）－ｊＢｔ－Ｙｔ＋［Ｕ１（Ｙｔ）－Ｕ０（Ｂｔ）］／Ｕ′１（Ｙｔ[ ]） ＝Ｃ （４）

珔ＥＵ＝（１－Ｐｔ）Ｕ１（Ｙｔ）＋ＰｔＵ０（Ｂｔ） （５）
μ２ｔ（Ｂｔ－珔Ｂ）＝０ （６）

　　上述公式（４）左边的表达式代表劳动者和企业规避事故总成本。因 Ｐｔ＝Ｐ（Ｓｔ），随着安全水平
提升，企业规避事故的预期成本下降，在工伤保险待遇给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和企业总规避事故成

本最低时，达到最优安全水平。若 Ｂｔ＞珔Ｂ，企业提供的工伤保险待遇大于法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此
时法定待遇水平失去约束效用。若 Ｂｔ＝珔Ｂ，法定工伤保险待遇提供了足够高的福利水平，使其具有
约束力。进一步，为了评估法定工伤保险待遇水平的提高对于职业安全的影响及简化模型推导过

程，这里假设企业因发生事故而产生的净成本为 Ｆｔ，劳动者因发生事故而忍受的净成本为 Ｗｔ，则劳
动者和企业总规避事故净成本为 Ａｔ①。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公式（４）、（５）、（６）对法定工伤保险
待遇求微分并整理得：

ｄＳ
ｄ珔Ｂ
＝

－Ｐ′Ｗ（－Ｕ″１／Ｕ′１）Ｕ′０
Ｕ′１［－Ｐ″Ａ（１－Ｐ）－（Ｐ′Ｗ）

２
（－Ｕ″１／Ｕ′１）］

＋ （１＋λ）θ１３∑
４

ｊ＝２
（１＋ｒ）－ｊ－

Ｕ′０
Ｕ′( )
１

Ｐ′（１－Ｐ）
－Ｐ″Ａ（１－Ｐ）－（Ｐ′Ｗ）２（－Ｕ″１／Ｕ′１）

（７）

　　根据 ＡｒｒｏｗＰｒａｔｔ风险厌恶的度量理论，在事前工伤事故率等于事后工伤事故率条件下，可知
Ｗ＞０，－Ｕ″１／Ｕ′１＜０，且 －Ｐ″Ａ（１－Ｐ）－（Ｐ′Ｗ）

２
（－Ｕ″１／Ｕ′１）＜０，则②：

（１＋λ）θ１３∑
４

ｊ＝２
（１＋ｒ）－ｊ－

Ｕ′０
Ｕ′１
＞０，ｄＳ

ｄ珔( )Ｂ ｓｕｂｓｔ

＞０

　　或者，

（１＋λ）θ１３∑
４

ｊ＝２
（１＋ｒ）－ｊ－

Ｕ′０
Ｕ′１
＜０，ｄＳ

ｄ珔( )Ｂ ｓｕｂｓｔ

＜０ （８）

　　提高工伤保险待遇，若劳动者承受事故成本的减小值小于企业事故成本的增加值，企业和劳动
者最低总规避事故成本上升，工伤事故率下降，位于 Ｕ型左侧；若劳动者承受事故成本的减小值超
过企业事故成本的增加值，企业和劳动者最低总规避事故成本下降，工伤事故率上升，位于 Ｕ形右
侧。工伤保险待遇与工伤事故率呈现 Ｕ型的变动关系，存在以最低的工伤保险待遇获得最佳安全
水平的临界点。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ａ：若预防政策使得企业和劳动者最低总规避事故成本增加，提高工伤保险待遇会降低工伤
事故率。

Ｈ１ｂ：若预防政策使得企业和劳动者最低总规避事故成本减少，提高工伤保险待遇会增加工伤
事故率。

２．政府降低管制费率与安全边际效应
工伤保险费率是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集中体现，同时保障了提高工伤保险待遇对预防事故的

效率。政府通过实施与风险挂钩的费率机制，促使企业主动维护职业安全生产环境，消除无效率成

本性资源。工伤保险费率的高低反映企业控制工伤伤害率的激励大小，代表企业事故预期损失与

安全生产状况，政府一般对风险较高的企业制定较高的保险费率。中国工伤保险费率机制采取

“基本费率 ＋浮动费率”的模式。政策规定，相同风险行业等级的企业实行统一的行业基本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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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ｔ＝Ｖ＋Ｌ＋（１＋λ）θ
１
３ ∑

４

ｊ＝２
（１＋ｒ）－ｊＢｔ－Ｙｔ；Ｗｔ＝［Ｕｔ（Ｙｔ）－Ｕ０（Ｂｔ）］／Ｕ′１（Ｙｔ）。

公式（８）中下标 ｓｕｂｓｔ表示本文只考虑提高法定待遇对边际安全收益的替代效应。



高风险行业的基本费率高达１９％，而低风险行业的基本费率低至０２％①。
在浮动费率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实施低管制费率主要降低了高风险与低风险等级企业的基本费

率差额。每个基本费率等级上的高风险行业实行更低的工伤保险费率，而风险行业当前划分档次少，

使得费率机制偏向于风险共济，如同对高风险行业进行安全补贴，结果导致每个地区的高风险行业越

来越多，最终降低了地区安全净效应。即公式（７）中，企业历史安全生产状况 θ具有减小的趋势。
低费率相对高费率等级企业承受着高工伤风险，在企业未采取任何改善安全生产环境措施时，

可能会增加工伤事故率。相同比例的工伤保险待遇将提高低费率等级企业的雇佣成本。根据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５５）［２６］的管制俘虏理论，企业为享受工伤保险费率折扣，夸大工伤事故报告，造成企业
经济负担重的假象，而政府进一步降低工伤保险费率，会加重低费率等级企业的雇佣成本（Ｌａｎｏｉｅ，
１９９１）［２７］。因此，工伤保险待遇的提升增大了低费率等级企业控制工伤伤害率的激励动力，则公式
（７）中企业安全投入比例 λ具有增大趋势，结合公式（８），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安全效
应增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在不考虑企业费率浮动时，提高工伤保险待遇对降低工伤伤害率的边际作用随着政府管
制费率的降低而提升。

３．企业道德风险与安全效应
当企业浮动费率发生变化时，政府降低工伤保险基本费率，提高工伤保险待遇是否依然增加劳动

者的安全效应？目前根据企业当前事故率／历史事故率、工伤保险费的使用、影响职业安全健康程度
的毒害物质等因素，政府每一至三年会调整费率系数。当费率调整系数增大，企业浮动费率提高；当费

率调整系数减小，企业浮动费率降低②。基于前文分析，政府实施低管制费率，使得企业历史安全生产

状况 θ具有减少趋势，在企业当前事故率不变的情况下，费率调整系数增大。因未将工伤保险待遇的
预防功能考虑在费率调整系数中，会诱导企业作出未来工伤伤害率增大的误判（余飞跃，２０１１）［２８］。

企业作为工伤保险待遇的承担者，由于无法意识到积极的工伤预防，长期可提高其生产率带来

更高经济效益，容易出现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削减生产成本的安全投资行为（Ａｓｈｆｏｒｄ和 Ｈａｌｌ，
２０１１）［１７］。工伤保险待遇的提高意味着预防事故的成本上升，为了抑制工伤保险费率增加，企业可
能拒绝劳动者的待遇申请，缩小享受补偿待遇的人数，最终导致名义伤害率下降。例如，主观预防

意识低且流动性比较强的农民工，其工伤事故发生率高而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低。企业常因其为非

正式劳动者，将其排除在工伤保险待遇获赔范围之内。同时企业为了控制生产间接成本，加强把控

受伤劳动者待遇申请的途径，可能将真实工伤待遇申请者遗漏或缩短劳动者享受待遇的补偿期限，

导致真实伤害率上升（Ｂｉｄｄｌｅ，２０１３）［２９］。
劳动者发生工伤伤害后，工伤认定和劳动者能力鉴定是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置程序。差

异化的设置标准、不合理的申请时限、冗长的等待期限、失调的鉴定程序等被认为是阻碍劳动者获

得工伤保险待遇的关键。目前“资强劳弱”的劳动关系下，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会利用其资本、

管理、岗位的资源优势架空工会组织功能，致使劳动者无法就上述问题与政府和企业进行协商谈

判，耽误受伤劳动者的医疗救治，工伤的预防效果也就下降（孙树菡，２０００）［３０］。显然，企业道德风
险的存在，会造成事故发生前后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事前工伤事故率不等于事后工伤事故

率，导致公式（７）中各变量的符号无法确定，安全效应将会降低。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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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２０１５年《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第二条关于行业差别费率及其档次确定中规定：各行业工伤风险类别对
应的全国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为，一类至八类分别控制在该行业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 ０２％、０４％、０７％、０９％、１１％、
１３％、１６％、１９％左右。

２００３年《工伤保险条例》及２０１０年《工伤保险条例》（修订版），第二章工伤保险基金中第八条与第九条。



Ｈ３：在浮动费率设置不合理的情况下，因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阻碍了工伤保险待遇降低工伤
伤害率的程度。

综上所述，政府通过工伤保险待遇和工伤保险费率机制进行工伤预防，如果激励机制设置合

理，将纠正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不对称的安全工作信息，保护受伤劳动者安全权益，同时，企业调整工

作风险程度以使规避事故的预期成本最小化，将能获得最大的预期利润。若政府实施不适宜的管

制强度，会使得企业对工伤预防管制措施不满，引致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叠错，加重企业经济负担，

易引发企业道德风险。企业事故成本的增加依然远超过劳动者所承受的事故成本。提高工伤保险

待遇使得 Ｕ形发生变形，不存在政府最佳管制点。

四、实证分析

１．数据描述
工伤保险涉及政府、企业、劳动者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实施不同行业的工伤保险费率来控制

企业的安全行为，最终工伤保险待遇的发放途径还必须经过劳动者申请，企业上报事故报告，工伤

认定与劳动鉴定等主要环节。因此，本文分析主要建立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公布的《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报告》《中国安全生产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数据库上。因《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中国安全生产年鉴》中工伤事故

已披露到各行业层面，而涉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工伤保险待遇只披露到各地区层面。为了保

证数据口径的一致性，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２００２）标准，本文选取如下三类行业：一类风险行
业，选取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教育，卫生，社会保

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二类风险行业，选取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三类风险行业，选取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采矿业。本文通过估算各风险行业的地

区占比，利用各行业的基本费率构造出全国各地区的工伤保险费率，且工伤保险费率在此时期内政

策未发生改变，保证门槛值选择的一致性。此外，采用线性插值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足，保证面板

门槛模型的平衡数据要求。在此基础上，利用相关原始数据信息构造了各地区工伤事故率、预期与

实际工伤保险待遇变量，并从劳动者、企业、行业、工伤程度、工伤认定来描述控制变量的特征。

（１）工伤事故率与综合工伤保险费率。劳动者与企业因致命性伤害都将毫无益处，工伤保险
待遇的提高不会影响发生工伤事故后企业与工人的博弈行为，所以本文基于２０万工时伤亡率的国
际通用工伤事故统计指标，剔除死亡占比，改用 ２０万工时伤残率。该指标假设每年职工平均工作
２０００小时，则每年每百职工的伤残率 ＝总受伤人数／总人数／总工作时间／２０００／１００，然后取对数。
本文依据２００３年《工伤保险条例》对于不同风险行业制定不同的基准保险费率和中国行业平均工
伤保险费率要控制在１％的原则上①，并结合过去三年行业事故发生率，推算出各年不同行业的保
险费率。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产值占比计算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占比，再乘以相应地区不同

行业的保险费率，得出不同地区的平均工伤保险费率。在实际中，工伤保险平均缴费率是控制在职

工工资总额的０９％②。因此，本文构造不同的门槛值来自动划分样本组，进行对比验证。
（２）预期与实际工伤保险待遇。本文借鉴 Ｇｕｏ和 Ｂｕｒｔｏｎ（２０１０）［３１］构造预期工伤保险待遇的

做法，首先根据工伤保险待遇政策中相应等级伤残待遇 ＝系数 ×本人工资 ＋一次伤残补助金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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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３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２９号文件，第二条关于费率的确定中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伤保险费平均缴费率
原则上控制在职工工资总额的１０％左右，且一类行业保险费率为０５％，二类行业保险费率为１％，三类行业保险费率为２％。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的通知》。



数 ×本人工资 ＋月数 ×本人工资 ＝（系数 ＋月数）×本人工资的规定①，计算出一至四级、五至六
级、七至十级人均待遇水平，通过加权不同伤残等级的待遇水平，得出预期工伤保险待遇并取对数，

其中对本人工资进行以２００６年为基期的不同行业劳动者实际工资指数平减。实际工伤保险待遇
用伤残的工伤保险基金支出除以享受伤残待遇人数表示，并进行以２００６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
平减，然后取对数。为了与工伤事故率的度量相统一，预期工伤保险待遇、实际工伤保险待遇与平

均工资分别做了每百职工的处理，单位统一为万元／百人。
（３）控制变量。本文构造劳动者层面、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工伤程度、工伤认定的变量去反映

工伤事故率的一些重要特征。具体为，选用平均工资，教育占比，女性员工占比，工会成员占比去反

映劳动者层面特征（Ｗａｅｈｒｅｒ和 Ｍ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３）［３２］。因为工资越高，工人受伤成本越高，以 ２００６年为
基期进行劳动者实际工资指数平减并取对数；受教育的工人易掌握生产技能、女性比男性更细心、

工会帮助成员争取权益，都降低了工人发生事故的概率。选用国有企业占比去反映企业层面特征，

国有企业一般为大型企业，职业安全生产环境较好，能够内部化更大比例的待遇费用（Ｂａｒｒｅｔｔ等，
２０１４）［３３］。选用建筑业占比，采矿业占比去反映行业特征，生产风险高且劳动力密集产业，易发生
工伤事故（Ｌｅｎｎé等，２０１２）［３４］。选用一至四级占比，五至六级占比，七至十级占比去反映工伤程度
（Ｒｕｓｅｒ，１９９３）［２０］。最后选用１－（工伤确认人数／工伤申请人数）去反映工伤认定的管制程度，认
定的难易直接体现受伤率的高低。

依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以３１个省区为截面单元、时间跨度在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的平衡面
板数据集，全样本统计描述与相关系数如表１所示。其中，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观察出工
伤事故率与预期待遇水平在５％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且相关系数为负，表明工伤事故率与整体预期
待遇水平具有负相关的线性关系；工伤事故率与实际待遇水平在 ５％的检验水平下显著，且相关系
数为正，表明工伤事故率与整体实际待遇水平具有正相关的线性关系。工伤事故率与预期待遇水

平、实际待遇水平差异化的相关关系说明了事前与事后工伤事故率不一致，可能存在道德风险。此

外，建筑业占比、采矿业占比与工伤保险费率的高相关系数也表明了高风险行业越多，地区保险费

率越高。

表１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与相关系数

变量名称及统计描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工伤事故率（％） １

２．预期待遇水平

（万元／百人）
－０２８８ １

３．实际待遇水平

（万元／百人）
０２３４ －００３４ １

４．平 均 工 资 （万

元／百人）
－００２３ ０１２０ ０２９３ １

５．建筑业占比 －０３２３ ００２０ －０２０３ ００９４ １

６．采矿业占比 －０４３７ ０１８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３ １

７．教育占比 －０１０４ ０２９３ ０３４７ ０２５３ ０２０８ －００４６ １

８．女性员工占比 －０１５９ －０１０４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６ ０１５０ ０１９２ ０１７５ １

９．工会成员占比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０ －０２０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８ ０４７６ －０１７６ －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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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３年《工伤保险条例》，第五章工伤保险待遇中第三十三条至三十五条。



续表１

变量名称及统计描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０．国有企业占比 ００５４ －０２６７ －０２５８ －０３２５ －０５５０ ０２１８ －０５７７ ００５８

１１．一至四级占比 －００３５ ０１２４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１９７ ０２４７ ０１２８ ０１５８

１２．五至六级占比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６ －０２１７ －０１５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０１

１３．七至十级占比 ０１５４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０１５０ ０２１５ ００８７

１４工伤鉴定占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０６ －００９７ －０１１０

１５．名义工伤保险

费率（％）
－０５２３ ０１４１ －０２６６ ００５４ ０７９２ ０４２７ ０１３７ ０１９４

１６．实际工伤保险

费率（％）
－０５２３ ０１４１ －０２６６ ００５４ ０７９２ ０４２７ ０１３７ ０１９４

均值 ２０６５ ５９３５ ５４６５ ５４１２ ０３２３ ００３２ ０２６７ ０３３９

标准差 ０９１４ １４４２ ０７７３ １５０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１３１ ００６０

最小值 －２４９６ ０３９３ ３３９９ ４２８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２０２

最大值 ６３３８ ８３９７ ８９７９ １１６４５ ０１３９ ０１５１ ０７９６ ０５８６

变量名称及统计描述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９．工会成员占比 １

１０．国有企业占比 ０２５１ １

１１．一至四级占比 ００５１ ０２０２ １

１２．五至六级占比 ００９１ ０１６９ －０１１１ １

１３．七至十级占比 －０１２０ －０１３１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９ １

１４工伤鉴定占比 －０３７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９３ －００８７ １

１５．名义工伤保险

费率（％）
０２１７ －０３７６ －０１５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７ １

１６．实际工伤保险

费率（％）
０２１７ －０３７６ －０１５０ －０６１２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７ １ １

均值 ０９１７ ０３０９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８ ０３０９ ０１６８ ０３９５ ０３５６
标准差 ０２５６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９０ ０１２３ ０２７１ ０２４３
最小值 ０２７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最大值 １６５４ ０６０４ ０６３５ ０８３４ １０００ ０８３３ １２２０ １０９８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５％的检验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布的《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报告》《中国安全生产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２．模型构建
工伤保险待遇的提高对于规避工伤事故而取得安全水平的影响，会受到政府制定的工伤保险

费率的制约，可能呈现非线性的变动关系及区间效应。因此，本文选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０）［３５］提出的门
槛回归，并借鉴大多数研究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时所采用的取对数策略，以消除模型中异方差的

影响（Ｃｈｅｌｉｕｓ，１９８２［２４］；Ｒｕｓｅｒ，１９８５［１９］；Ｒｕｓｅｒ，１９９３［２０］；Ｌｅｎｇａｇｎｅ，２０１６［２２］），建立如下基本模型：
ｌｏｇＩＲｉｔ ＝α０＋α１ｌｏｇＥＢｉｔ（ｇｉｔ ＜ｍ）＋α２ｌｏｇＥＢｉｔ（ｇｉｔ≥ ｍ）＋α′３Ｘｉｔ＋μｉｔ （９）

　　其中，下标 ｉ和 ｔ分别代表第 ｉ个地区的第 ｔ年，α是截距或回归系数，μｉｔ是随机扰动项，ＩＲｉｔ为
工伤事故率，ＥＢｉｔ为预期待遇水平。ｇｉｔ为平均工伤保险费率，ｍ为需要确定的门槛值。ｇｉｔ＜ｍ和 ｇｉｔ＞
ｍ情况下，预期待遇水平对于工伤事故率具有差异性的影响。Ｘｉｔ为控制变量，包括：反映劳动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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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成本的平均工资；反映行业特征的建筑业占比、采矿业占比；反映员工特征的教育占比、女性员工

占比、工会成员占比；反映企业特征的国有企业占比；反映工伤程度特征的一至四级伤残占比、五至

六级伤残占比、七至十级伤残占比；反映获取待遇管制的工伤鉴定占比。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框架，这里将工伤保险待遇区分为预期待遇水平和实际待遇水平，验证保险

费率变化时工伤保险待遇对工伤事故率的影响及变化趋势。理论上法定待遇的非线性安全效应成

立，劳动者实际获得的待遇水平应具有类似结论，为此建立如下模型做对比分析：

ｌｏｇＩＲｉｔ ＝β０＋β１ｌｏｇＡＢｉｔ（ｇｉｔ ＜ｍ′）＋β２ｌｏｇＡＢｉｔ（ｇｉｔ≥ ｍ′）＋β′３Ｘｉｔ＋εｉｔ （１０）
　　３．实证结果分析

（１）门槛模型的选择。若不存在门槛值，则不存在门槛效应，将无法使用门槛模型去评估工伤
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陈强，２０１４）［３６］。因此，本文通过自助法和 Ｆ检验考察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
平均工伤保险费率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分别在平均名义工伤保险费率为 １％和平均实际工伤保险费
率为０９％情况下，模型（９）中两个预期待遇水平的系数是否相等，并确定门槛值的个数。
表２ 不同工伤保险费率下的单门槛效应

平均工伤保险费率 １％ ０９％

原假设 两个系数相等 两个系数相等

单门槛效应
Ｆ＝３３４３１ Ｆ＝３３４３１

Ｐ＝０００００ Ｐ＝０００００

双门槛效应
Ｆ＝１３５６ Ｆ＝１３５６

Ｐ＝０６１６７ Ｐ＝０６０６７

单个门槛值 ００２％ ００２％

９５％的置信区间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２第２列中的单门槛检验 Ｆ统计量值为 ３３４３１，拒绝“线性模型”的原假设而接受“至少存
在一个门槛”的备选假设。继续进行双门槛面板回归，双门槛值 Ｆ统计量为１３５６，接受“仅存一个
门槛”的原假设而拒绝“至少存在两个门槛”的备选假设。本文判定平均名义工伤保险费率为１％情
况下，选择单门槛模型回归。此时门槛值为００２％，９５％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０２％］。平均实际工伤保
险费率为０９％与平均名义工伤保险费率为１％情况类似，仅存在一个门槛值及单门槛效应。

（２）１％名义管制费率下，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表 ３中模型 １和模型 ２为预期工伤保险
待遇对于事故率影响的面板门槛回归。名义工伤保险费率在［０，００２％）时，安全效应系数为负且
在１％检验水平下显著。预期工伤保险待遇每提高 １％，工伤事故率就下降 ０５９６％。在区间
（００２％，０１５％）时，安全效应系数符号转为正且不显著。模型３和模型４是实际工伤保险待遇对
于事故率影响的面板门槛回归。名义工伤保险费率在［０，００２％）时，安全效应系数为负且在 １％
检验水平下显著。实际工伤保险待遇每提高 １％，工伤事故率就下降 ０２９７％。在区间（００２％，
０１５％）时，安全效应系数符号转为正且在１０％检验水平下显著，实际工伤保险待遇每提高１％，工
伤事故率就增加０１４１％。上述结论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Ｈ１ａ与假设 Ｈ１ｂ，且实际工伤保险待遇对于
工伤事故率负向的边际效应更大。

（３）０９％实际管制费率下，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平均实际工伤保险费率为 ０９％情况
下，无论预期工伤保险待遇还是实际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与平均名义工伤保险费率为 １％情
况类似。但是０９％实际管制费率作为门槛值时，在［０，００２％）区间内，预期工伤保险待遇每提高
１％，工伤事故率下降０６０８％，较之 １％名义管制费率下，安全效应增大 ０００２％。在［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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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内，实际工伤保险待遇每提高１％，使得 Ｕ形左侧安全效应减小 ０００１％；在（００２，０１３％）区
间内，实际工伤保险待遇每提高 １％，使得 Ｕ形右侧安全效应增大 ０００１％，那么在［０，０１３％）区
间内安全边际弹性提高，最终实际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增大。证实了本文的假设 Ｈ２，即政府
管制费率的降低，增大了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边际效应。

与预期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相比，在不同管制费率下，实际待遇的提高对于采矿业效果显

著，女性职工占比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工伤事故率，且降低程度均小于预期待遇下的安全效应。但是

教育占比的提高却增加了工伤事故率，建筑业占比也与工伤事故率成正比的关系，且工资成本效应

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第一，集中大量农民工的建筑行业，因农民工主观预防意识不高，工伤伤害

率依然严峻。第二，刚性增加的工伤保险待遇水平没有受伤医疗成本的增速快，可能是造成劳动者

工资与事故率不显著的原因。第三，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教育可能增加了受伤劳动者获取更高待

遇水平的投机机会。

综合表３与表４实证结果可知，随着工伤保险费率的提高，工伤预防的安全效应逐渐降低直至
不显著，且当政府实施低费率时，工伤保险待遇降低工伤事故率的程度相对于实施高费率时更大。

在相同的费率口径内（００２％ ＜ｍ＜０１５％或 ００２％ ＜ｍ＜０１３％），实际工伤保险待遇与工伤事
故率呈现 Ｕ形变动关系。那么，中国工伤预防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否已经达到最佳安全效应的临
界点？实际工伤保险待遇相对预期工伤保险待遇的样本取值而言，政府提供的预期工伤保险待遇

大于劳动者实际获得的待遇水平，提高了劳动者的预期收益，这可能会引发索赔率增加，表现出虚

高的工伤事故率。同时，企业可能为了降低控制工伤风险成本，缩短劳动者享受待遇的期限，造成

了实际工伤保险待遇小于预期工伤保险待遇水平。若道德风险存在，实际工伤保险待遇与工伤事

故率呈现的 Ｕ形右侧的变动关系将不成立。
表３ 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１％）

预期待遇水平 实际待遇水平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门槛值 ｍ１＝００２％ ｍ１＝００２％，ｍ２＝０１５％ ｍ１＝００２％ ｍ１＝００２％，ｍ２＝０１５％

［０，ｍ１ －０６９１（－８７５） －０５９６（－７０３） －０２９７（－４６０） －０２５８（－３８０）
（ｍ１，ｍ２） －００３２（－０５８） ００７６（１１６） ００９９（１８７） ０１４１（２４５）
（ｍ２，＋∞］ －００４０（－０７５） ００７２（１１６）

平均工资 ００５５（０９６） ００５６（１００） ００６３（１０７） ００６９（１１８）

建筑业占比 ９０６５（１７３） ９１１４（１７６） ７９４１（１４８） ８２９２（１５５）

采矿业占比 －５５１７（－２２６） －５７７１（－２５８） －５４４５（－２３６） －５５９３（－２４３）

教育占比 ０４４７（０８１） ０３８４（０７０） ０６８６（１２２） ０６１５（１０９）

女性员工占比 －２０１１（－２９１） －１５８４（－２２７） －１７２６（－２３９） －１６０５（－２２２）

工会成员占比 ０４３２（２２６） ０３９２（２０７） ０４２５（２１８） ０３８８（１９９）

国有企业占比 ０１６８（０２３） ０２４５（０３４） ０２３７（０３２） ０２７１（０３７）

一至四级占比 ０１１５（０３０） －０１６０（－０４１） ０００２（００１） －０１２７（－０３５）

工伤鉴定占比 －００３３（－０１５） －００３７（－０１７） －００７２（－０３３） －００４５（－０２０）

常数项 １６６２（２６２） １５４４（２４６） ０８７０（１４７） ０９１２（１５４）

样本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Ｒ２值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５

Ｆ值 ３６１７ ３１８７ ３４５０ ２８７８

　　注：回归控制了年份与行业差异；、、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ｔ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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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０９％）

预期待遇水平 实际待遇水平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门槛值 ｍ１＝００２％ ｍ１＝００２％，ｍ２＝０１３％ ｍ１＝００２％ ｍ１＝００２％，ｍ２＝０１３％
［０，ｍ１ －０６９１（－８７５） －０６０８（－７２３） －０２９７（－４６０） －０２５７（－３７８）
（ｍ１，ｍ２） －００３２（－０５８） ００６０（０９５） ００９９（１８７） ０１４０（２４５）
（ｍ２，＋∞］ －００４０（－０７４） ００７５（１４０）
平均工资 ００５５（０９６） ００５７（１００） ００６３（１０７） ００６９（１１８）
建筑业占比 ９０６５（１７３） ９２７４（１７９） ７９４０（１４８） ８３６４（１５６）
采矿业占比 －５５１７（－２４４） －５６８７（－２５４） －５４４５（－２３６） －５５４９（－２４１）
教育占比 ０４４７（０８１） ０４２９（０７９） ０６８６（１２２） ０６４３（１１５）

女性员工占比 －２０１１（－２９１） －１７６８（－２５７） －１７２６（－２３９） －１７０２（－２３６）
工会成员占比 ０４３２（－２２６） ０３９７（２１０） ０４２５（２１８） ０３９１（２００）
国有企业占比 ０１６８（０２３） ０２３５（０３３） ０２３７（０３２） ０２６８（０３６）
一至四级占比 ０１１５（０３０） －００３７（－０１０） ０００２（００１） －０６６２（－０１８）
工伤鉴定占比 －００３３（－０１５） －００３５（－０１６） －００７２（－０３３） －００４５（－０２０）
常数项 １６６２（２６２） １５８１（２５２） ０８７０（１４７） ０９１４（１５５）
样本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Ｒ２值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２３７
Ｆ值 ３６１７ ３１３１ ３４５０ ２８３９

　　注：回归控制了年份与行业差异；、、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 ｔ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在不同费率口径内，政府实施过低水平的工伤保险费率时（ｍ＜００２％），工伤预防管制将降低
企业进行工伤预防的动力。企业因优化安全健康管理系统、开发员工培训以及增加教育项目等来

改善安全工作环境，显著增加了生产成本，会诱发转移或降低安全投入成本等主观不重视工伤预防

的现象，使得劳动者承受事故成本相对增加，特别是易发生工伤事故的采矿业和建筑行业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Ｍｕｉｚ等，２００９）［３７］。此时，劳动者安全权益得不到保障，会增加其为了获得补偿而采
取延长工伤恢复期的行为。政府实施工伤保险费率过高时（ｍ＞０１５％或者 ｍ＞０１３％），预期工
伤保险待遇的提高对于工伤事故率的影响不显著，且出现安全系数符号转为正的情形。可能归因

于企业无法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改善安全工作环境所需的生产成本（Ａｍｂｅｃ等，２０１３）［３８］。此
时，劳动者安全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企业为规避高生产成本，可能出现降低上报事故率的行为，最终

会诱发道德风险。

五、低安全效应的内在机理探索

１．机理分析与模型构建
基于第三部分理论与第四部分实证结果，劳动者或企业的行为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是造成工

伤保险待遇的提高进而预防事故的安全效应逐渐下降直至不显著的主要原因。Ｂｕｔｌｅｒ和 Ｗｏｒｒａｌｌ
（１９９１）［５］提出在工伤保险费率一定时，若预期待遇水平提高 １０％，实际待遇水平也相应提高
１０％，工伤事故率和索赔期限将保持不变，存在均衡安全水平；若预期待遇水平提高 １０％，工伤事
故率和索赔期限发生改变，使得实际待遇水平没有同比例增加，则存在道德风险，将降低安全效应。

据此，预期工伤保险待遇与实际工伤保险待遇的关系可表达为：

ＡＢ＝ＩＲ×Ｄ×ＥＢ （１１）
　　其中，ＡＢ为实际工伤保险待遇，ＩＲ为工伤事故率，Ｄ为工伤待遇补偿的期限，ＥＢ为预期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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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待遇。两边取对数并对 ＥＢ求偏导得：
ｌｎＡＢ
ｌｎＥＢ

＝ｌｎＩＲ
ｌｎＥＢ

＋ｌｎＤ
ｌｎＥＢ

＋１ （１２）

　　令ｌｎＡＢ
ｌｎＥＢ

＝εｂ，
ｌｎＩＲ
ｌｎＥＢ

＝εｉｒ，
ｌｎＤ
ｌｎＥＢ

＝εｄ，则公式（１２）可以表达如下：

εｂ ＝εｉｒ＋εｄ ＋１ （１３）
　　其中，εｂ为收益边际弹性，εｉｒ为事故率边际弹性，εｄ为期限边际弹性。根据 Ｇｕｏ和 Ｂｕｒｔｏｎ

（２０１０）［３１］提出的道德风险判别标准，若 εｉｒ＞０，εｄ＞０且 εｂ＞１，表明主要存在劳动者道德风险。若
εｉｒ＜０，εｄ＜０且 εｂ＜１，表明主要存在企业道德风险。其他情形下将无法判定道德风险是否存在。
为此，根据机理的分析建立如下评估模型（此时的控制变量 Ｘｉｔ不包括保险费率变量）：

ｌｏｇＩＲｉｔ ＝χ０＋χ１ｌｏｇＥＢｉｔ＋χ′２Ｘｉｔ＋θｉ＋γｉｔ （１４）
ｌｏｇＡＢｉｔ ＝λ０＋λ１ｌｏｇＥＢｉｔ＋λ′２Ｘｉｔ＋θｉ＋γｉｔ （１５）

　　２．实证结果分析
表５为事故率与收益边际弹性的估计结果。为了提高估计效率，同时克服普通面板模型中可

能存在的组间异方差与同期相关的情形，本文采取面板校正标准误方法进行估计。模型 １与模型
５为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２、３、４与模型６、７、８为加入控制变量并将反映工伤程度的指
标依次变为一至四级占比、五至六级占比及七至十级占比进行回归，且均在１％检验水平下显著①。
其中，事故率边际弹性系数基本一致，约为 －０２。随着工伤程度的减弱，预期待遇的提高对于预防
最严重工伤等级的安全效应显著。收益边际弹性系数基本一致，大概为 －０１。随着工伤程度的减
弱，预期工伤保险待遇与实际工伤保险待遇未同比例增长。

表５ 事故率边际弹性与收益边际弹性

εｉｒ ε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预期待遇水平
－０１７３

（００１８）

－０１６２

（００１７）

－０１６２

（００２１）

－０１８７

（００２３）

－０８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１１１

（００１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２０）

－０１３３

（００２２）

平均工资
０１６２

（０２３７）

０１３８

（０２３５）

０１４８

（０２１７）

００６８

（０１３９）

００６４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８

（０１３６）

建筑业占比
－１４２６０

（２１４０）

－１４１２９

（１９９３）

－１４０３１

（１８９０）

－３６６５

（１４９２）

－３６９５

（１４７５）

－３５５０

（１４７５）

采矿业占比
－１０１８７

（１００２）

－９５０９

（１０３６）

－０８２５

（０９７２）

１１６０

（１２５６）

１１１８

（１２４８）
２１５９

（１２５３）

教育占比
－０９０６

（０５５２）

－０５９７

（０５１０）

－０７１６

（０５１５）
１３９５

（０３２９）

１３８３

（０２８２）

１３５３

（０２７８）

女性员工占比
－０２４９

（１００８）

－０１２０

（０９７８）

－０４４１

（０８４８）

０６６５

（０６５９）

０７４６

（０６３３）

０４２５

（０６９４）

工会成员占比
０４０４

（０１７３）

０４２２

（０１７３）

－０４３３

（０１５３）

－０３７９

（０１５８）

－０３８３

（０１５６）

－０３６４

（０１６０）

国有企业占比
－３０２３

（０６４９）

－２８２３

（０６９２）

－２８７４

（０６５６）

０６６５

（０３９３）

０７０７

（０４２５）

０６０２

（０４０５）

一至四级占比
１０９８

（０３９７）

００４９

（０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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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级为最严重的工伤伤害，依次递减，十级为最轻的工伤伤害。



续表５
εｉｒ εｂ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五至六级占比
０３１６

（０３８９）

－０１７３

（０３６２）

七至十级占比
１０４６

（０３０８）

０７３８

（０２６３）

工伤鉴定占比
－０９４６

（０４３７）

－０８７８

（０４５２）

－０６７２

（０４６９）

０３４３

（０２１６）

０３２６

（０２０９）
０５１３

（０２４５）

常数项
２４４４

（００９２）

３７７８

（１１６９）

３７４５

（１１９９）

３５８１

（１１３１）

５１２９

（００９６）

４４４５

（０７７２）

４４５２

（０７７４）

４３１９

（０７８２）
样本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Ｗａｌｄ检验（Ｐ值）
４８０２１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３８７

（００００）

１６６８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７２４４０

（００００）

３４２０８

（００００）

５５３７５

（００００）

５０９２１

（００００）

６１０４５

（００００）

　　注：回归控制了年份与行业差异；、、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修正后的稳健性标准差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基于机理分析的判定标准，事故率边际弹性（εｉｒ）中模型２、３、４的系数均小于０；收益边际弹性

（εｂ）中模型６、７、８的系数均小于１。根据公式（１３），相应的期限边际弹性均小于 ０，可以推断高水
平的保险费率下，工伤保险待遇的提升主要会引发企业主导的道德风险（表 ６）。该结果与 Ｇｕｏ和
Ｂｕｒｔｏｎ（２０１０）［３１］研究中收益边际弹性相似，都显著小于１，但安全效应可能抵消真实的受伤率使得
其事故率边际弹性不显著，而本文中事故率边际弹性显著小于０，说明企业的事前道德风险无法消
除企业事后道德风险，慷慨的工伤保险待遇政策可能使得真实工伤事故上升。

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被证实，表明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中实际工伤保险待遇与工伤事故率的 Ｕ形
右侧的变动关系不成立。依据理论分析，目前中国工伤预防呈现“重补偿，轻预防”的现状，造成偏重

于关注劳动者受伤后的效用，而忽略企业安全生产状况和安全管理投入的改善，结果导致企业和劳动

者最低总规避事故成本增加，工伤保险待遇与工伤事故率的变动关系位于 Ｕ形左侧。如果政府下调
的工伤保险费率依然在 Ｋｉｐ和 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７９）［７］提出最佳安全水平临界点的费率之上，那么企业

为主导的道德风险将依然存在。因为政府实施严格工伤保险费率与刚性增加的待遇政策，在改善劳

动者安全工作环境后，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若预防政策依然偏重于工伤保险待遇的补偿效应，则现

阶段生产率增速下降的中国工业企业将无法通过技术创新内部化其管制成本（胡务等，２０１７）［３９］。
表６ 企业主导的事前与事后道德风险

收益边际弹性 事故率边际弹性 期限边际弹性

一至四级 －０１１１ －０１６２ －０９４９
五至六级 －０１０６ －０１６２ －０９４４
七至十级 －０１３３ －０１８７ －０９４６

εｂ＜１ εｉｒ＜０ εｄ＜０
企业道德风险

总企业道德风险

（（－εｉｒ）＋εｄ）

企业事前道德风险

（εｉｒ）

企业事后道德风险

（εｄ）
－０７８７ －０１６２ －０９４９
－０７８２ －０１６２ －０９４４
－０７５９ －０１８７ －０９４６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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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１．研究结论
在阶段性降低保险费率进行工伤保险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本文基于管制经济学理论的变迁及

内在逻辑，通过构建综合工伤保险费率指标，使用面板门槛模型评估了工伤保险待遇对于降低工伤

事故率而取得安全效应的效率问题。研究发现：首先，随着政府管制程度的加深，提高工伤保险待

遇对于预防事故的安全效应逐渐下降，当保险费率超过一定值时，安全激励系数不再显著，并呈现

出非线性特征；其次，政府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增大了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边际效应。进一步分析

表明，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限制了工伤预防机制作用的发挥，事前名义道德风险不仅无法消除事后

真实道德风险，反而加剧了企业道德风险程度，造成实际工伤伤害率上升。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针对企业工伤预防内在激励动力做了进一步讨论。依据工伤预防管制的

发展轨迹，随着政府工伤预防管制进一步强化，企业提升职业安全环境的成本增加，其获取经济效

应的空间随之降低，企业会希望放松工伤保险费率管制（Ｃｏｎｃｈａ等，２００５）［４０］。目前中国也进入降
低工伤保险费率、增大企业预防动力的调整阶段。然而，相对不同风险行业，无论是基本费率还是

浮动费率，若划分档次不够细化，会使得高费率等级企业的工伤预防工作更多表现为“搭便车”。

因为相同工伤保险待遇的增加，只增大了低费率等级企业控制工伤伤害率的激励动力。同时，“重

补偿，轻预防”的管制现状，使得企业无法通过安全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生产力来降低其缴纳工伤

保险费与补偿受伤工人的待遇成本，形成了企业可能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扭曲其工伤预防的投

资行为。若无其他配套措施，仅依靠降低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在工伤保险待遇刚性增加的政策

下，短期内将难以解决企业安全预防激励动力不足的问题。

２．理论贡献
第一，丰富了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研究。虽然已有研究者提出随着工伤保险费率的增加，

工伤保险待遇与工伤事故率呈现 Ｕ形变动关系的观点（Ｋｉｐ和 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７９）［７］。但是工伤保
险待遇在政府管制费率下，何时可取得劳动者的最佳安全效应却鲜有学者探讨。本文基于有约束

的最优化理论框架研究表明，政府实施的预防政策使得企业和劳动者总规避事故成本最低时，存在

最佳安全水平的临界点。然而，中国“重补偿，轻预防”的管制现状，在当前政府管制费率的安排

下，不存在最佳安全效应，工伤保险待遇与工伤事故率的变动关系主要位于 Ｕ形左侧。
第二，剖析了政府降低管制费率对于安全边际效应的影响机制。现有文献未将工伤保险费率

作基本费率与浮动费率的区分，可能是造成工伤保险待遇、企业预防动机与安全效应在理论上存在

争议的主要原因（Ｍａｙｅｒ，１９９８［１６］；Ｈａａｎ和 Ｖｏｓ，２００３［１４］；Ａｓｈｆｏｒｄ和 Ｈａｌｌ，２０１１［１７］）。本文基于中国
现阶段的基本费率模式研究表明，在浮动费率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实施低管制费率主要降低了高风

险与低风险等级企业的基本费率差额。尽管提高工伤保险待遇对降低工伤伤害率的边际作用随着

政府管制费率的降低而提升，但是存在低风险等级企业向高风险等级企业进行安全补贴的问题。

第三，揭示了低安全效应的内在作用机理。劳动者是工伤保险待遇的直接获益方，提高工伤保

险待遇增加了劳动者的预期收益，现有探讨低安全效应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劳动者行为，而常常忽略

企业道德风险 （Ａｉｕｐｐａ和 Ｔｒｉｅｓｃｈｍａｎｎ，１９９８［４］；Ｂｏｌｄｕｃ等，２００２［３］；Ｂｌｕｍ 和 Ｂｕｒｔｏｎ，２００６［１１］；
Ｂｒｏｎｃｈｅｔｔｉ和 ＭｃＩｎｅｒｎｅｙ，２０１２［１２］）。本文基于中国现阶段的浮动费率模式研究表明，浮动费率设置
不合理时，企业道德风险会同时存在于工伤事故发生前后。不同于 Ｇｕｏ和 Ｂｕｒｔｏｎ（２０１０）［３１］的研
究，本文发现经济效益是企业转变安全投资行为的根本原因。

３．政策建议
为了遏制企业道德风险，增加企业工伤预防的激励动力，最终提高工伤保险待遇对于降低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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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率而取得的安全效应，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设置合理的工伤保险费率，打破不同风险等级企业的内部激励困境。社会保障部门应依

据企业规模拉开不同等级行业风险的基本费率差异，并针对不同风险等级企业制定更加细致的浮

动费率档次，消除不同风险类别行业的安全补贴影响。由于不同规模企业的能力差异对于风险等

级的激励响应不同，可能产生工伤保险费率与技术创新率不匹配的激励困境。因而，可以将工伤预

防基金向小型高风险企业倾斜，通过加大其安全卫生教育力度、免费提供技术指导等提高企业安全

生产环境，从而降低基本费率；对于大型低风险企业，通过引入安全技术竞争模式，增加其工伤预防

自主研发的投入，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对于大型高风险企业，通过将其列为安全检查与帮扶的重点

对象，给予资金和技术的双重支持，达到在降低基本费率的同时增加其安全技术创新的目的。

第二，充分利用工伤预防奖惩机制，强化工伤保险费率与企业安全生产的联系。在工伤保险费

率重新评审年度内，对未发生工伤事故且伤亡赔付率低的企业，社会保障部门可加大其浮动费率下

调的力度；而对工伤事故频发且伤亡赔付率高的企业，社会保障部门可在上调其基本费率档次的基

础上，再加大其浮动费率上调的力度，通过提高工伤保险费率的奖惩幅度，让企业更加直接感受到

因安全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成本的变化，驱动企业工伤预防的积极性。这要求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建

立更为完善的工伤事故信息库，做好企业保费的收缴、全面的伤亡事故、工伤保险待遇的赔付支出

等统计，在科学测算与分析后，定期进行工伤保险费率的调整核定。

第三，完善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管理，为企业工伤预防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政府应为

企业与劳动者建立透明的社会信用体系，企业安全生产环境与劳动者的健康状况被清晰披露，使工

伤事故发生前雇佣双方信息对称；其次，督促企业健全安全生产规章与具体操作流程、配备安全管

理人员、定期开展员工安全培训与教育等，从源头预防劳动者工伤事故的发生；最后，社会保障部门

应联合卫生部与安全监督局定期检查企业是否遵守工伤保险的相关法律，提交的工伤事故报告的

真实性，是否按照国家安全标准进行改造，以及企业在安全技术创新中存在哪些困难。通过政府监

督并及时纠正企业工伤预防存在的问题，消除工伤事故发生后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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